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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农村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以贵州省调查数据为例

邢鹂、樊胜根、罗小朋、张晓波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国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但也成为同期收入差距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2）。即使在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2，上升到2004年的0.37，增幅为68%。为什么贫富差距拉大得如此之快，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好处没有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

大量绝对贫困人口以及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内，人们更易感觉到不平等的增加，因而更容易导致不满情绪。从这一点来看，农村内部不平等的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另外，从政策上看，中国的减贫策略已经从瞄准地区转向瞄准社区和家庭，因此，了解贫困人群的特征和贫困原因是必不可少的。以上研究问题都要求获得关于家庭和社区层次的详细信息。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有关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很少有利用村内所有住户调查的分析。

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IAE/CAAS）和贵州大学于2004年和2005年共同组织了一项对贵州省国定贫困县普定县的联合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住户层面的全户调查
和村级层面的自然村调查。本研究旨在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一、调查地点情况介绍

贵州省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地区，是中国政府确定的592个贫困县之一。它有11个乡镇，317个行政村，总人口数为40.2万，其中有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

表1是全户调查所选3个行政村以及自然村调查所选286个自然村在各乡镇的分布和基本情况。这四个乡镇是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代表性进行抽选的。

表1  调查范围
	
	城关镇
	猴场乡
	补郎乡
	马官镇
	合计

	调查行政村数（个）
	15
	17
	16
	20
	68

	占该乡镇行政村比例(%)
	32.6
	100
	100
	62.5
	61.3

	自然村数（个）
	72
	70
	64
	80
	286

	占调查行政村自然村比例(%)
	69.9
	68.0
	59.3
	48.8
	59.8

	调查总户数（户）
	877*
	210
	192
	240
	1,519

	人口比重(%)
	0.47
	0.11
	0.18
	0.24
	1

	人均收入(元/人)
	1,340
	1,140
	1,670
	1,890
	


*含全户调查805户。

二、村内不平等状况

（一）村内不平等状况

计算村内不平等是基于全户调查数据。就收入而言，三个村庄总基尼系数高达0.425，其各自的基尼系数也都超过0.40。国际经验表明，基尼系数大于或等于0.4时，收入分配差异偏大。那么，不平等现象如此之高，其相关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表2  不平等指数分解：比例和不平等贡献率（按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

	收入来源/支出构成
	收入/支出比例

(%)
	不平等贡献率

(%)

	收入
	
	

	农业
	48.81
	33.00

	来自种植业的纯收入
	39.86
	26.10

	来自养殖业的纯收入
	8.95
	6.90

	本地非农就业
	27.32
	33.34

	外地非农就业的汇款
	7.89
	9.67

	自营工商业
	4.57
	21.34

	救济、扶贫、退耕还林及其它补贴a
	2.73
	0.58

	其他等
	8.86
	2.07

	
	
	

	支出
	
	

	农业投入
	21.31
	21.26

	种植业（种子、化肥、农药、灌溉、农业税、雇佣劳动力）
	15.02


	8.44

	养殖业（种畜、饲料、防疫）
	6.29
	12.82

	消费和其他支出
	74.20
	70.27

	食品、衣着和燃料
	50.29
	25.89

	医疗保健
	14.20
	35.93

	教育
	6.99
	6.11

	其它（家庭服务等）
	2.72
	2.34

	农村非农支出
	4.49
	8.47


a不包括农村内部的人情往来收入。

我们按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对收入和支出不平等指数进行了分解。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源于本地非农就业（33.34%）,占农户家庭收入的27.32%；第二位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9%，解释了总收入不平等的33%。自营工商业大概占总收入的5%，但它解释了超过20%的不平等，意味着创业收入在农户之间的分布差异也很大。外出打工的汇款占总收入的接近8%，构成了总体不平等的10%。各项转移收入（如扶贫项目、退耕还林和救灾款）对收入总体不平等的影响很微弱。

在各项支出中，消费和其他生活支出占总支出的74%。其次，尽管医疗支出仅占生活总支出的14%，但它对支出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却高达36%。我们的调查表明：经医生诊断建议住院治疗的农村家庭中，有41%拒绝接受住院治疗，其中住院医疗费用过高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教育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7%。高昂的学费及相关费用已经成为许多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些都表明：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匮乏，可能成为造成农村地区不平等的主要成因。

（二）农户收入决定方程

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来源于家庭/个体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政治和社会资本以及物质资本（拥有的固定资产）。当然，家庭特征比如家庭规模、年龄结构，也可能与收入有关。

通过回归，我们发现，劳动力和健康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缺乏适龄劳动力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是否遭受疾病与家庭收入高度相关。今后的几十年内，假如仍然执行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医疗保障机制，那么伴随着中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健康问题很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造成更大的损害。

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只有家庭规模是显著为负。在人力资本变量中，家庭成员接受教育年限越长或有相关培训经历，家庭人均收入一般较高，而且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在社会和政治资本变量中，户主是否是党员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在最后一组公共服务或家庭固定资产变量中，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拥有役畜数量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高度正相关。

三、自然村间不平等状况

（一）自然村不平等状况

在贵州，由于自然村一般都比较小，一般相邻的几个自然村合并成为一个行政村，才能够达到一定规模以便提供基础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越偏远的行政村，自然村数目就越多。

表3  村级的不平等情况

	乡镇
	自然村
	行政村
	行政村/自然村 (%)

	
	基尼
	GE
	基尼
	GE
	基尼
	GE

	城关镇
	0.346
	0.221
	0.259
	0.103
	74.9
	46.6

	猴场乡
	0.258
	0.110
	0.138
	0.032
	53.5
	29.1

	补郎乡
	0.317
	0.158
	0.175
	0.046
	55.2
	29.1

	马官镇
	0.238
	0.092
	0.183
	0.056
	76.9
	60.9

	合  计
	0.319
	0.181
	0.215
	0.075
	67.4
	41.4


在四个乡镇当中，城关镇自然村间的不平等程度最高（基尼系数0.346），其次是补郎乡（0.317）、猴场乡（0.258）和马官镇（0.238）。用GE指数计算的结果也相同。如何解释自然村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离市场的距离可能是决定自然村收入主要因素之一，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也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如土地和水资源。
（二）自然村收入决定方程

在自然村收入决定方程中，我们发现，离最近乡镇距离为显著性正值，表明距离乡镇远近对该自然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民族变量非常显著，汉族人口比重越高，该自然村人均收入越高，这也表明少数民族村庄的收入不容乐观。从该自然村在所属行政村地位来看，在村委会服务的人越多，该自然村人均收入越高。最后，按照有初中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所占比例来测度，劳动力质量与总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中也增加了几个反映行政村情况的变量。第一个变量，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比重，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在非农就业机会多的行政村，自然村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第二个变量是行政村内两个相隔最远自然村之间的距离，旨在测度自然村的分布情况对收入的影响。该变量的系数为显著性负值，说明自然村集聚的地方，收入相对较高。第三个变量是虚拟变量，测度2004年村庄是否遭受自然灾害（如干旱、动植物疾病）等对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与自然村级的收入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农业收入依旧是影响西南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

贵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采取了严格的土地政策，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随着家庭人口的变化，土地在农户间的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在贫困地区，农业仍然是收入来源主要构成部分。 因而，不断增加的土地不公平分配就会成为引致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只有让土地作为一种资源，流动经营，以发挥其资本的本来效用。

第二，本地非农就业和自营工商业是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在沿海和内陆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曾为农民提供了大量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西部地区，由于整体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小于农业收入，但对收入分配的贡献度却大于农业。此外，农民的家庭企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5%，但对收入分配的贡献度高达21%。西部地区企业家匮乏，如何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更多的农民企业家带动当地非农经济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尽管外出打工人数占的比例很高，但是外出打工汇款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高，对总体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外出打工的收入并没有大规模留回到贫困地区。

第四，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总支出比例不高，但它对支出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却很高。这表明，应当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
目前，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与愿望应该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由于农村地区普遍缺乏适当的公共卫生医疗机制，一旦某个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极易掉进贫困陷阱里，就是常说的“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现象。因此，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三项制度建设是重点。 

第五，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收入影响不大。

各项转移收入（如扶贫项目、退耕还林和救灾款）对收入的影响不大。由于扶贫瞄准目标成本很高，要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很难改善农村收入的不平等现象。仅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很难达到提高穷人的收入以及减少收入差距的目的。而在贵州，自然资源很丰富，然而在现有产权安排下，农民从当地自然资源（如集体所有制森林和煤矿开采）中所获取的收入根本是微不足道。能否通过改善资源产权安排的办法来使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分享价格日益攀高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责任编辑：李锁平 高琼瑶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联系电话：(010)6891979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传    真：(010)62187545           邮    编： 
100081
电子信箱：iae@mail.caas.net.cn　　　网　　址：  http://www.iae.org.cn 
IA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此项目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50383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70525003）和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的资助。


� 随机抽取的三个行政村的所有家庭（803户）和随机抽取的286个自然村的高中低收入家庭（700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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